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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統治改革的挫折
以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為分界，台灣領有以來的議論，由究竟要同化或間接統治的問題，替換為授與「國民」參政權或「殖民地」自治這樣的問題。朝鮮的統治無論如何都須要加以改革已成共識，不過，究竟要朝什麼方向進行，仍是眾議紛紜。
本章即是驗證，在這此情況下，朝鮮總督府在1920年代著手統治改革的情形。而這種狀況和結局，曝露大日本帝國自我改革能力的界限。

總督府的統治改革

1919年，受原敬任命的朝鮮總督齋藤實上任。匆忙上任便被捲入朝鮮人的炸彈事件，其統治的困難可想而知；不過，得以平安無事的齊藤，乃進行一定程度的統治改革。

齋藤就任後進行的改革如下列事情。首先在治安方面，廢止原被形容為「野蠻遺風」的笞刑和憲兵制度。此外，撤廢備受內地資本家惡評的朝鮮會社令。另外准許發行朝鮮語新聞，將當時屬不同系統的朝鮮人官吏及內地人官吏的俸給令予以統一。另外因對歐美之顧慮，修正傳教和私立學校規則，大體上在允許宗教教育的同時，傳教所的設立亦從許可制變為申報制，並認可宗教團體的法人化。
此外，與台灣大致相通的是，以內地延長主義為原則，採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修改民事令，以此作為內地人和朝鮮人通婚在法制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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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地方制度方面，在1920年修正時，在府、面、道等地方公共團體設置諮詢機關。此外修正教育令，使普通學校及高等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如內地的中小學般獲得提升，亦承認部分的內地人和朝鮮人共學。此外在1924年亦新設京城帝國大學。

如此並列觀之，可看到一些改善。朝鮮總督府當然會自賣自誇，特別是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上更是自豪。與齋藤一起赴任的政務總監水野鍊太郎認為「對新附民發布與本國一樣的教育制度，以為其啟發而做的努力為例，這是至今各國都不曾聽聞的先例」並歌誦崇高的「一視同仁聖旨」，內地政治家澤柳政太郎等認為在英國和「美國尚未認可黑人和白人之共學」而盛讚「內鮮共學足向世界誇耀」。

不過那樣的自賣自誇，與內情並不相符。在廢除憲兵後反倒將警察加以強化；奉給令統一後，對內地人的官吏卻另外給予加俸。另外，地方諮問機關並沒有議決權；在內地人居留民佔多數的都市，及指定區域之外是採任命制。而且，諮問機關的議長是由屬總督府地方官吏的道知事和面長等來擔任，而且擁有會員的解任權和發言禁止權等，會員則沒有案件的提出權。即使是私立學校規則放寬，在普通教育中教導「修身」及「國語」之事仍被規定為義務，而修業年限也「依當地的情況」而受到短縮，義務教育制度也未被施行。
關於這一系列的修正，總督府及日本政府，相當謹慎地避開朝鮮人受歧視的意識。以最自賣自誇的教育改革為例。此項改革在1922年所公布的第2次朝鮮教育令，在改正前的教育令為「在朝鮮有關朝鮮人的教育」規定，要修改為「在朝鮮有關的教育」；有將現居於朝鮮之人一律稱為「日本人」的一項法令規定的傾向。總督府學務局長柴田善三郎認為 「朝鮮地區的國民，不論其民族的異同，皆接受同一教育」，以「一視同仁」的樣子而自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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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總督府在最初階段時，朝鮮人和內地人的初等、中等教育為個別規定。不過東京樞密院審議提出異議：「有關如此重要的法制，依民族種別而設有不同待遇的條目，並不符合以一視同仁為旨趣的統治要諦」，同時對被審議的第2次台灣教育令，其修正案為：將『內地人』代之以『常用國語者』；「朝鮮人」和「台灣人」則代之以『不常用國語者』。根據總督府的調查，在1919年時，朝鮮人之中會以「國語」做普通會話而沒有障礙的男性占0.6%、女性占0.05%左右，與國籍法和戶籍法等之情況相同，不過在法令條文上，並沒有以民族名做區別的註記。

對『常用國語者』適用於和內地相同的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對『不常用國語者』適用於有縮短修業年限可能的普通學校規定。雖說是「內鮮共學」，但只承認他們所希望的有限制之相互入學而已。據總督府柴田學務局長說法，這是考慮「朝鮮特殊的情況」，和內地稍有不同，不過僅是為了保持制度的柔軟性罷了，並非為地域的區別和民族的歧視。不過據柴田所說，即使是「限於在業務上才使用國語者，或限於因為對話者的關係才使用國語者之類，應被解釋為不常用者」，所以即使是稍微有日語能力的朝鮮子弟，要跨越「國語常用」的障壁，也幾乎不可能。

又，此次教育令，刪除舊教育令原有的「教育要適合時勢及民情」此象徵差別待遇的項目。不過在總督府內部文書中，記有「對朝鮮人的教育要適合時勢及民情之言雖刪去」「本令由條文中去除……不僅因朝鮮人以此為差別對待的根據，心懷反感，而且特別是將本條去除，實際上運用可依情況做適當處理」。所以在創設京城帝國大學時，樞密院提出要求的事項是不允許私立大學的設置。「萬一國內外人士（歐美人乃至朝鮮人）所經營為不完全的私立大學」因而要先設立國立大學嗎？這樣的事在統治上非常值得憂慮」。

連如此程度的有限修正，仍有瓶頸，其一在於內地人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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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總督府樞秘密院提交的文件所說，內地人殖民者極度避諱與朝鮮人共學，曾記載他們拒絶將朝鮮人的「普通學校」改名為與內地人相同的「小學校」。第二次朝鮮教育令公佈後不久，在殖民者方面有「內鮮同化易說而難行」、「同化的方針不宜經由教育施行」這樣的聲音。當然，也一併記有大部分朝鮮人並不期待和內地人共學，殖民者們對總督府更強硬的態度，是很容易想像的。

若連教育和地方制度這種改革都停止的話，打破總督府特權屬最大的難關，當然幾乎是見不到前進的可能。最大的問題是六三法問題以來的總督立法權，原敬交給齋藤總督的「朝鮮統治私見」 主張把朝鮮總督府司法部門置於內地司法省管轄下。朝鮮、台灣的審判在總督府司法部門就已完結，在內地的大審院(原註：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亦不能上訴，按照某些議員的話來說：「例如朝鮮的裁判所，不管內地大審院有何判例，這是所謂的內地法，和朝鮮無關，判決書所寫的是朝鮮總督所做的特別解釋。」。
 和不受帝國議會的束縛，而制定嚴酷的治安立法一般，司法上亦然，朝鮮、台灣在司法上，也被從「日本」分離。
但總督府法務局長向齋藤所提交的秘密意見書中，對於司法權要和內地統一，雖承認會使「給意識到差別待遇的朝鮮人產生好感」的優點，卻期望「理解朝鮮統治的司法機構」不要做出會成為總督府障礙的判決，並強烈地主張「朝鮮總督要總轄司法、立法、行政三權，而後才能期望統治圓滑地進行」。此外，司法權若是統一，則「司法行政事務的監督，需移交（內地的）司法省嗎？這對事務的執行應該會有諸多不便」顯示出官僚的地盤意識。
 總督府王國一旦獲取既得權和形成本位主義，便沒有那麼容易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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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齋藤總督之下所進行的改革，如總督府官吏制服的廢除，及「舊慣尊重」而恢復傳統墓地，主要都是表面性之事。不過確實稟受原敬指示而赴任的齋藤，若由他的許多演說中觀察，將其主張一視同仁而取消差別待遇的話，與尊重朝鮮舊慣的說法並列，其後一連串的改革只是自我吹捧的敘述，統治方針究竟如何，尚不太明白。
一系列的措施，並未在法令條文上提倡內地延長主義，在不招致總督府獨立王國障礙的範圍下，只暫且改善引人注目的差別待遇部分罷了。
    其中統治改革最根本的問題，即原住者參政權問題，仍未見進展。齋藤首先召開自合併以來，一次也未召開而閒置的諮問機關中樞院，但用那種程度的措施想要使朝鮮人滿足確實不可能。總督府內外都覺得有提出什麼徹底改革的必要。
自治或參政權？
在1920年代有關統治改革的最大重點是參政權，在齋藤總督下「殖民地」自治論和「國民」參政權付予論的雙方意見書正被蒐集。這些和論壇上的議論相較，多少都帶有具體性的議論，但在此先整理那時的世界觀。
首先談參政權付予論。可見到如上所述，打算給予朝鮮人作為「日本人」的帝國議會參政權。對這種情形，有如總督府高等法院檢事長國分三亥意見書所述那樣：「將導致允許朝鮮民族自治，其結果就是最後朝鮮終於獨立」且「讓朝鮮分立，很難完成其（日本）自我防衛更是不言可喻」的共識。為此，就像前章所介紹朝鮮軍的意見書那樣，參政權的授予與對獨立及自治的絕對否定，兩者密不可分。又，在此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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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將朝鮮稱為如明治以來所形容：「如同四國、九州一樣，純然為帝國的一部分」的說法屢屢被採用。

此外大部份的參政權付予論與「日本人」同化論為一體，古代日本渡來人混合同化的歷史觀，和日鮮同祖論直接相關。在眾議院議員松山常次郎的意見書中，以古代的熊襲和蝦夷國，就是現代的九州和（本州）東北，也是當時日本的元勳和首相的出生地為例：「我等稱朝鮮……有如九州、東北之類」的敘述。另外松山也指出日本和朝鮮同為黃種人，一邊以日系移民被排斥為代表，在白人列強所之差別待遇包圍下，高舉亞洲主義，而稱述：「讓朝鮮人有佔有內閣之位的想法」、「我們把朝鮮視如蘇格蘭、威耳斯(威爾斯)這樣的話」，「希望能由朝鮮產生像勞合(喬治（譯註：David Lloyd George, 1683-1945，第一次大戰時的英國首相，出生於威爾斯）這樣的人」這樣的敘述，在修辭上將朝鮮與威爾斯（而非愛爾蘭）相比，可知不僅在第9章中野正剛的著作中可看到。

因為提倡參政權付予的意見書是同化論的延長，因而每每有「作為同化政策的首要方法，最具效果的是內鮮人通婚」這樣的主張。總督府高等法院檢事長國分的意見書提出「除去法制上附帶在結婚上的障礙，是當務之急」
。如前所述，朝鮮民事令的改正乃得以實現(參照第8章注34)。前章所述的朝鮮軍參謀部和原敬或長谷川總督等的意見書亦是如此，此與立法權及司法權的改革不同，因為通婚和官廳間既得權的調整無關，是可能實行的同化政策之一，有提倡這種較不費事的傾向。不過，若考慮朝鮮人以及殖民者的反彈，制度性上雖有可能，現實上通婚是否會急增，這是另一個問題。
至於對於自治論，聲稱要有在朝鮮設置殖民地議會的選項。自治論者強調若給予參政權，會有朝鮮人和台灣人的議員團，擾亂帝國議會的危險性。此問題可從第6章被看到在合併當時已被指出，另外，矢內原忠雄等殖民政策學者雖做此提倡，可是已有的先例，為在英國議會中，愛爾蘭人的議員，握有關鍵性表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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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同貴族院議員、也是京城日報社長的副島道正那樣，不只擔心「會重蹈英國對愛爾蘭感到棘手的同一政治行為」、「朝鮮普選，可預見會讓包括內地的無產階級勢力抬頭」「朝鮮民族之政黨必會與內地勞動黨和無產者黨之類合作，這是相當明白的」敘述其觀察。
給予沖繩參政權，其沖繩眾議院議員的定額也才5名，預料朝鮮、台灣若授予參政權，會選出百名以上的議員，這是付與參政權時，要決斷的問題。  

自治論之最大論據，如殖民政策派所主張那樣，當然是持民族同化不可能論。從台灣總督府學務課長轉任朝鮮總督府之持地六三郎(參照第4章)，逐一批判關於古代日本渡來人同化及日鮮同祖論的歷史觀，列舉德國的波蘭、奧地利的捷克、英國的愛爾蘭等同化政策失敗的例子，認為僅給予某種程度的自治便可。副島也主張朝鮮人「始終是和內地人相異」的存在。

另外持地認為朝鮮人以身為「日本人」而選出代表進入帝國議會，而有：「說不定要帶翻譯才能參與辯論討論」這樣的敘述，利用此點攻擊參政權論者的樂觀看法。
確實參政權付予論者，並未考察到這部分的困難；持地的主張並不是以原住者權利擁護為目的，只是用以威脅參政權付予論者罷了。可說是對明治期參政權問題的關注，大致是與「日本」編入論出現的威脅，有著相同現象。  

一般來說，自治論者有讚賞以英國為首的歐美殖民地統治先例的傾向。持地對英國統治埃及有「不愧是英國人」的敘述，從劍橋大學留學回來的副島則稱讚付予「愛爾蘭」自治的那個典範。
在外交上來看，走配合歐美的路線，則給予朝鮮自治，是確保朝鮮的必要條件。相反的，參政權付予論者，不僅未稱讚法國，反而有強烈強調日本獨自性的傾向。
如是觀之，參政權付予論和自治論的朝鮮觀和歐美觀，大體可認為是明治期同化論和間接統治論的延長。雖然只是再反覆一次，但是明治期的「日本人」的說法，有專指對天皇忠誠心的意味；此一時期的「日本人」說法，則具有國民權利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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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明治時期議論與此不同處，尚有間接統治論多半關注於成本論；但此時期的自治論卻幾乎見不到此點。和目標在維持原有社會舊慣之間接統治論不同，此時期的自治論，完全主張西歐近代型的自治制度，如此的主張，並非考量成本削減。
朝鮮總督府在經過十數年的統治後，此時期向內閣所提交的報告，有「朝鮮內部財源頗為貧弱」而提倡「未來某一段期間……等待外來之一般會計的援助」。如松山這樣的參政權付予論者，一邊明確表示「雖然朝鮮財政將來會是我國的重擔」，一邊也陳述著「為了日本的自我防衛而不能放棄朝鮮」即使「在財政上會增長內地的負擔亦是當然之事」，此點與明治期以來的同化論一樣並未改變。
一般自治論者所提倡的優點較同化而更能獲得朝鮮人民心，但是畢竟對當初為何要保住朝鮮，所持的理由漸漸薄弱。

持此自治論者的副島，認為培養朝鮮人自治能力之事是「日本帝國在文明上所肩負的最高義務」，並主張「這是道德帝國的日本向世界證明的問題」。但屬參政權論者的國分則與之完全相反，因為付予自治而恐其準備獨立「只以朝鮮做為宣傳文明，之外有任何意義，可回歸到與帝國存立的大方針相容嗎？」有這樣的敘述。
 若重視經濟成本，就要像石橋湛山那樣徹底的放棄論；若以國防為目的，就要期盼同化，但是自治此一選項的目的不甚明確。

再置一詞，自治論認為朝鮮、台灣是「殖民地」，亦即其議論承認日本所行為殖民地統治。由此提出的一般宣傳為：日本與歐美那樣的殖民地統治不同，在「日本人」化的一視同仁指向下，而有參政權付予論。

冷靜而透徹的現實主義論者持地斷言「殖民地經營」是「偽善的政治」，並敘述這是「表面倡導坦蕩的王道，底下卻巧妙地施行霸道，不外乎在達到日本帝國本來的目的」，但這樣的認識，並不受到輿論歡迎。若將像持地那樣因統治實情而了解同化困難的官僚去除的話，自治論的支持者，可說是專指像矢內原和副島那樣，具歐美意向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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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像論壇上已見到的「自治主義」是極其曖昧的，「自治」是基於對加拿大和澳洲完全自治的誤解嗎？或像持地一樣，只主張「如北海道議會一般做某種程度之擴張」呢？這在自治論者之間並沒有共識。

因為這樣的理由，自治論是不可能成為日本的多數。雖說原敬等與軍方各懷不同的動機，已經拒絕成為「如同歐美各國新領土般的自治」。日本政府所完成的「朝鮮統治的方針」為：「 (一)不允許朝鮮獨立，(二)不允許朝鮮人的朝鮮自治，(三)日本承認朝鮮的地方自治(四)將來朝鮮人可成為帝國議會的議員」。

不過，究竟何年之後可以「日本人」身份被授予參政權是其要點。政府方針案一開始，幾乎所有論者只以「將來」、「漸進」、「時期尚早」等來敘述。參政權的給予，要在就學率和「國語」普及率上升、地方制度整備、朝鮮人經過政治訓練而「民情」提昇後才可以，這是內地延長主義的公式見解，不過，其歷程要多少時間才完成，誰也没有明言。在「漸進」名目之下，如過去般不給予權利，進行同化之外的構想並不存在。

不過，在現實的總督府官僚只有持地一人，從自身的統治經驗，對這樣不完整的同化線路斷言為不可能。他和副島、矢內原不同，對自治並不抱持樂觀的期待，而是從國防上提倡擁有朝鮮的必要性，「例如過去四周的情況若允許，以武斷主義、抑壓主義，來將頑梗不逞的朝鮮人悉數驅逐至國境之外，以移殖本國過剩的人口代之，如此確實在半島上扶植日本人的利權，對日本來說上述之事是其最好機會」這樣的敘述。所以，持地喊出這樣的自治付予，是對「要施行如此暴亂政策，在今日並不可行」在此一認識下所做出的政治讓步，並非論壇上所盛行的曖昧的「自治主義」，而是如前述那樣，設置「如北海道議會一般做某種程度之擴張」，在現實上是「極有限制或某程度之自治」的構想。不過卻受到同化論者的批判，他之後的意見書乃向自治論退縮，並在大幅增強駐留日本軍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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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移住「在半島有百萬忠良的日本人」，只是「一旦有事或許會如阿爾斯特那樣」主張後退。阿爾斯特是愛爾蘭北部的地名，因為來自英國的移民集中於此，在愛爾蘭獨立後尚有英國的移民殘留，而成為現實中衍生北愛爾蘭糾紛的舞台。如果同化不可能，自治也不適當，只好把移殖人民送至朝鮮做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不過，這曾是他自己批評為「今日並不可行」不過只是「粗暴政策」罷了。實際上這些意見書，是持地依願辭官後不久被提交到總督府，他的辭職可說是象徵著大日本帝國無技可施的狀態。

但附帶一提，這種無技可施的情況不只在日本發生。在日本流傳的英國型=自治和法國型=同化的圖解，有相當誤解，已如再三敘述那樣；不過，即使在這些國家，也並未實現理想的給予原住者參政權。例如在1936年法蘭西殖民地選出的議員，當地議會議員只不過佔612名中的20名。英國面對印度反英鬥爭高漲，將原本不過只是諮詢機構的立法評議會，改革而設立議會，但是官吏以外的民間議員勉強超過半數，總督仍有絕對的優勢。
一邊尊重原住者的民意，一邊又要統治殖民地本來就不可能，即使英法也同樣碰上這種漸漸行不通的問題。
雖說不管如何限制其形態，英法等實行原住者政治參與之事亦是事實。對大日本帝國來說，已經是相關選項的議論都出盡，其後要做如何的政治判斷，即成為必要。
浮現總督府的自治 

其中，從1920年代中段到後段，總督府內部在參政權問題上進行檢討。以下的文書是總督府的極密內部檔案。
從1919至1925年總督府內務局長大塚常三郎的意見書中可見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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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與內地政府的方針相反，並不給予帝國議會參政權，而是持自治論者的主張，提倡設置朝鮮議會。

大塚列舉排除給予帝國議會參政權的理由，包括：朝鮮人議員對帝國議會的擾亂、因朝鮮人無兵役義務而會產生權利義務失調、更有「民情」尚低之說。這樣的說法已如所見的一般，並非特別新奇。比較奇怪的是設置朝鮮議會的理由，認為這是內地人和朝鮮人「民族結合的機關」，與歐美殖民地不同的是日本和朝鮮有「文化、風俗、人種、信念、地理的關係密切」，因此給予自治也不至於會有分離獨立之虞。但是最好的「民族結合的機關」應是帝國議會，而且同文同種是同化路線的主張。在另一方面，此意見書以陳述朝鮮人議員團的威脅，顯示他仍強調「民族心理」，這在理論上相互矛盾。
而且，大塚所列舉給予參政權的困難，其實並非總督府當局的決定。總督府在1927年又做另一個秘密意見書，認為這些困難點應能全部清除。也就是對朝鮮人議員團的危懼，認為是「朝鮮人一向喜歡內訌，很難見到他們團結一致」由此一偏見而有「國政不會被如此的朝鮮人議員所左右 」的結論，此外更陳述「兵役義務和帝國議會參政權，本質上無法相提並論」，關於「民情」若以納稅額來限制選舉權的方式就不會有問題。
總之，大塚所列舉的理由，總督府方面不只提出可能（給予帝國議會參政權）的解釋，而且不認為有選擇設置朝鮮議會的必然性存在。
但大塚的意見書，對這整個形勢問題完全不同之處，在於另一個被隱藏的目的。題為「特設朝鮮議會的利益」在此項目有以下的敘述。

（イ）朝鮮事務依照通曉朝鮮情況的人士來審議，所以朝鮮的事情得受其施以適當的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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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得預防內地議會和官廳事務混雜帶來進展上的不順利
排除來自內地帝國議會和監督官廳的干涉，以確保總督府王國的獨立性。六三法問題以來，總督府雖重視此權限問題，但是關於朝鮮人權利問題的參政權議論又再浮現。  

大塚意見書中，在主張設置朝鮮議會的同時，「認可朝鮮的特別財政」，主張朝鮮的預算，並非由帝國議會而是經朝鮮議會來審議。他對設置朝鮮議會有以下之敘述：「原本屬帝國議會的權限，一部分以概括方式移讓。」。的確，三十年前後藤新平和岡松參太郎的統治構想(參照第5章)，即是將一般議會昇格為總督府評議會，在此由帝國議會奪取其權限之企圖復活。

這不只是大塚內務局長的見解。如前所述，1927年總督府的秘密意見書，在「設置朝鮮地方議會的理由」此一項目上記著：「原本預算為大藏省管轄，而帝國議會提出時，要經其協贊。但是如果設立朝鮮地方議會，其預算之議決，只要有其附議便可確定」。另外，以後另一件總督府極密檔案中，指出在朝鮮施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的缺點為：「改變總督的制令制定權」。
 的確，若從朝鮮選出帝國議會議員，卻有這些議員所審議的法律卻不能在朝鮮施行的矛盾，總督立法權必然會與從帝國議會奪權之事相關。

當然，總督府打出統治改革牌的首要目的，是緩和朝鮮人的民心。但若從統治政策的觀點來看，所謂給予參政權或設置議會的選項，都各有其優缺點。其中，選擇設置議會的要因，敢說是為捍衛官廳的既得權，不能無視於總督府的自治。一邊緩和朝鮮人的民心，一面以設置議會為藉口，而奪取權限，可說是一石二鳥之計。此計和施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以致立法權受到威脅相比，對總督府來說的確較多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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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假使朝鮮議會從大藏省和帝國議會奪取預算權限，但是卻不能任由其心意，則朝鮮議會對總督府來說便無意義。總督府的構思，朝向檢討總督要如何才能控制朝鮮議會。

首先依大塚案，將當時的諮問機關做為朝鮮議會，同時也讓其昇格為議決機關 (若非議決機關，就不能從帝國議會奪取預算議決權)、「總督得命其解散」、和「若議會決議是違法又不適當時，對原案之執行，得命其再議」承認這樣大幅度的限制。而議員半數為官選，表決事項當然也只是軍事、外交、治安等，鐵路、民事、刑事、官廳組織等是被排除在外的，土木事業的審議也只能讓出。在此所謂的朝鮮議會，事實上僅是總督府的傀儡機關。
不過，最重要的是以前屬卡庫德案和岡松案重點的審議總督立法的權限，卻沒給予議會。總之，從權限的觀點來看，這種朝鮮議會設置案，總督府的權限仍未受到影響，只是原本屬於帝國議會和大藏省範圍的預算權限，委讓給總督府的傀儡機關罷了。如此勉強可說是較岡松台灣統治的綜合計畫，更進一步奪取權限。
不過，朝鮮議會的設置，除了從有分離獨立危險的大局觀點來看外，在朝鮮內部尚有其障礙，那就是內地人殖民者的反彈。
確實，如果以佔人口壓倒性多數的朝鮮人，來設置朝鮮議會的話，議員幾乎都是朝鮮人的可能性很高。對此，大塚局長的意見書中，若施行對殖民者不適切議決的情況，可「為匡正議會錯誤，有執行解散再議原案的方法」。在1927年的秘密意見書中，也陳述「若無視不合適內地人的利益，而做出議決之情形，則總督得發動其監督權，將其糾正」。此外，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已就一部分進行限制選舉的地方諮問機關，分析其選舉結果，並將各地選民和當選者的數量詳細地匯集成表：「調查結果顯示無論那一府，納稅五日元以上（有參政權資格者）的選民數是內、鮮人數相仿，或是內地人佔大多數」這樣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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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1929年12月，關於總督府對此問題的計劃大體有了共識。內容上大致和大塚案幾乎相同的權限及被監督的內容，設置「朝鮮地方議會」，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則不施行，只有送出5名以內的敕選議員到貴族院。這種「朝鮮地方議會」的議員中，有三分之一是總督任命，剩下的的三分之二是由其納稅額取決的限制選舉，議會開設十年後，才開始辦理議會設置的詔書草案。就大塚案的「朝鮮議會」改名為「朝鮮地方議會」這是向內地延長主義潮流強烈的政府，和帝國議會所提出。

此計劃在1929年作成，這時發生了一件有關朝鮮總督府和中央省廳爭奪權限的事件。這年6月，政府新設了拓務省。這是將原本因卡庫德建議，而被設置的拓殖務省，在1897年被廢止，拓殖務局被縮小，而後雖又再次升格為省，不過，處理的事務內容並未有太大變化，報紙批判此舉僅是增加大臣職位的獵官行為。此時，此拓務省趁機主張對朝鮮總督府的監督權，總督府則對來自拓務大臣的指示電報之類的來往加以杯葛，於是發展成官僚彼此間的政治鬥爭。這問題糾結到秋天，結果歷經首相、拓務大臣、總督的高峰會談和事務階層之協議，拓務大臣同意沒有朝鮮總督的監督權限而落幕。
總督府在權限鬥爭中勝利了，不過，上述總督府朝鮮議會設置的最終方案，確實捲入這政治鬥爭旋渦之中。

齋藤總督攜帶這朝鮮議會設置方案去東京，與中央政府進行交涉。一般認為此時所送至設置案檔案，內容與總督府原案相同，不過，「在內地延長主義下，以朝鮮全道為範圍所設置的地方議會」或者「在內地延長主義下，給予適當的限制或某種程度的自治」等，這種在字面上竭盡全力地裝飾內地延長主義，為其特徵。

但齋藤在東京的交涉並不順利。特別是，一般認為此時執政黨具有實力的若槻禮次郎對此相當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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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後面第13章所述，1926年若槻擔任首相時，對台灣人議會設置請願的請求，認為台灣議會侵害到帝國議會的權限，違反憲法；且參政權應是在內地延長主義原則下，朝選出帝國議會議員這方向的歷程下被實現。此請願運動在1930年時，儘管受台灣總督府鎮壓，仍然持續。若槻見此，在當時重新撤回以前說過的設置朝鮮議會是不被肯定的話語。另外以此案之性質，和當年委託的經過來說，以大藏省和拓務省為首的所轄官廳和帝國議會也不認為應接受此案。
結果，此議會設置案，因得不到來自內地的了解而被放棄。同時，總督府並進行檢討，回到限定（權）的議決機關，為地方諮問機關，這只是地方制度的修正，屬內地延長主義準備階段，直到1930年代末實現為止，而後又回到成為地方的諮問機關。

之後，朝鮮議會設置失敗，齋藤總督去職，以宇垣一成繼任總督之職。宇垣在1931年十二月的演講，向朝鮮人有這樣的談話。

朝鮮人就是你們---在朝鮮神宮的神明面前全部都得叩首，而叩首者若和我們內地人叩首者達到相同感受之時，在那時確實就是你們欲行自治主義，亦或內地延長主義這希望到達的時候。……要及早選擇自治嗎？要實行內地延長主義嗎？必須要清楚的顯示，人們的進退尚迷糊卻頻頻催促。我現在說明的意思是，其先決問題是在精神結合，物質結合尚不能時，告訴你們該如何還不穩當，這並非為了國家，而是相信這是需次第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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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一獨立運動以來，經過十年所議論的參政權問題，没有明確的方針，而是先行培養忠誠心，回到「無方針」、「漸進」的方向。一旦圍繞在朝鮮人權利問題標準上的「日本」編入改革，在行不通時便會不知不覺地墮入過去權限爭奪立場上的這種結果，受到既得權和本位主義之牆所阻，而因幾乎見不到成果而中斷。這樣的大日本帝國失去自我改革的能力，並陷入15年戰爭的泥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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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的統治改革參照「朝鮮施政的改善」(『齋藤實文書』71-12)和「關於朝鮮的新施政」（朝鮮總督府、1920年、『齋藤實文書』71-1)）等總督府文書。關於此時期的統治改革、在前掲姜東鎮『日本的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中有相當大量的研究，但從世界觀的議論和＜總督府自治＞面向為角度的檢討，在其拙見範圍內則見不到。此外近年的相關研究，在今西一「帝國『日本』的自畫像」(『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8卷3號、1997年)之中。


� 水野練太郎「朝鮮教育令公布之際」（『朝鮮』85號、1922年）4頁。澤柳政太郎「共學問題」（「朝鮮』85號、1922年）67頁。


� 柴田善三郎「關於新朝鮮教育令」（『朝鮮』85號、1922年）7頁。


� 關於此改正的經過，在廣川淑子「第2次朝鮮教育令的成立過程」（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30號、1977年）和久保義三『天皇制國家的教育政策』（勁草書房、1979年）的第４章中詳述之。引用是在廣川論文83、84頁中重引。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總督府的調査是「國語普及的狀況』（朝鮮總督府學務局、1921年、前掲『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第17巻）。


� 柴田前掲論文7、8頁。


� 「朝鮮教育令改正的要旨及朝鮮教育的現狀」（「齋藤實文書」76-18）。沒有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關於京城大學設置的引用是在前掲廣川論文84頁中重引。關於京城帝大設立和朝鮮方面民立大學設立運動參見阿部洋「日本統治下朝鮮的高等教育」（『思想』565號、1971年）。


� 「關於普通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案件」 (『齋藤實文書』76-20）。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殖民者的意見在「朝鮮教育上高度關注之事項---各方面之所見」（『朝鮮』85號、1922年）212頁。


� 前掲「共通法案委員會議錄」第5回33頁。發言者是岡田榮。


� 朝鮮總督府法務局「(秘)裁判所構成法在朝鮮施行與否」（『齋藤實文書』71-22)。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朝鮮司法置於司法省管轄之下（司法權的統一），具體說來，是否在朝鮮施行內地裁判所構成法的選擇已出現。


� 齋藤的演説類多數收錄在『齋藤實文書』的「訓示」中，參見（『齋藤實文書』69-1）。


� 以下國分之引用是國分三亥「有關總督府施政方針的意見書」(『齋藤實文書』104-4。1919年日期是5月。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


� 松山常次郎『關於朝鮮参政權問題』（「齋藤實文書』75-1）29頁。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1924年日期是1月11日。


� 引用同前掲國分文書。


� 副島道正『關於朝鮮統治』3、4頁。副島從1925年11月26日三次在「京城日報」的社論欄連載「朝鮮統治的根本意義」這樣的統治改革論，其中重點的小冊子在1926年發行。


� 持地六三郎「朝鮮統治論」。收錄在持地題為『安邊私言』且自費出版的小冊子在1922年發行，提及個所是在同書的第10頁和副島前掲書的第5頁。持地的意見書是在1920年10月提出，『齋藤實文書』104-27有同樣的記載。


� 同上書14頁。


� 同上書12頁。


� 財政報告被認為在「朝鮮統治的概説」（『齋藤實文書』71-9）1925年的文書中。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松山前掲書12、45、46頁。


� 副島前掲書1頁、國分前掲文書。


� 持地前掲書29、30、19頁。


� 「朝鮮統治的方針」(外務省外交資料館所蔵收錄了「關於韓國統監政治及同國合併後的禁止帝王統治策的論評関係雑纂」）。在前掲姜東鎮『日本的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319頁中重引。原文漢字片仮名文。


� 持地前掲書17、19、37、32頁。持地的第2意見書是在「朝鮮統治論」的次月提出了「朝鮮統治後論」，可是持地自己的自治論被言詞譴責是「非愛國的、學究的、非實際的」（27頁）、關於當時的自治論是不流行的。


� 參見木(火田)洋一、「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前掲『岩波講座近代日本和殖民地』)第1卷275-276頁。


� 「朝鮮議會(參議院)要項」(『齊藤實文書』75-2)。和「大塚內務局長私案」。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此朝鮮議會案是一院制，審議項目有衛生和教育的預算。而大塚是從韓國統監府時代開始工作的舊官僚，在那之前是在沖繩縣當警視。1907年，他反對沖繩引進鎮村自治制度，認為「公共觀念非十分發達的地方人民所見之選舉的根本權利是用來爭奪自我權利之工具」這樣的自治是不適當的，主張「自治制的根本精神只是幾日的義務」(前揭高江洲「島嶼行政構造基礎研究之前提」73頁)。像大塚這樣的「自治」及「選舉」觀推測能反映出本論文中在朝鮮議會案上的敘述。關於以下論述一系列的參政權關係文書，在前揭姜東鎮『日本的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的第3章第3節楠精一郎的「外地參政權」(手塚豐編著『近代日本史的新研究』Ⅸ，北樹出版，1991年)中有討論，不過，在過目之後，認為<總督府自治>的意向和岡松案有類似性。


� 「極密 朝鮮居住者國政與普通地方行政參與的相關意見」(『齊藤實文書』71-13)4頁。在此意見書裡附上1926年11月之府協議會選舉中有選舉權者的調查資料，前揭楠前論文也推測這是在1927年制成。此意見書討論了並列的參政權付予及朝鮮議會的設置，此時「朝鮮地方議會」的名稱被採用。再者，朝鮮人有內部糾紛的習慣是無法形成議員團的預測也與前揭松山的意見書一樣，強調參政權付予對安全性的論據為當時可見到世界觀的一項。但第4章的高野高等法院長也說，總括來說「一視同仁」型的統治改革論者，描繪了被統治者的脆弱，傾向於合併是無威脅的主張。


� 同上書7頁。「有關朝鮮選舉權問題的制度改正之相關諸資料」（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大野緑一郎文書』1256-1）5頁。後者的原文是漢字片仮名文。


� 前揭「極密 關於朝鮮居住者的國政與普通地方行政參與的意見」8-9頁。「(秘)選舉制度的沿革與現狀」(『齊藤實文書』75-8)。後者無頁碼記載，原文是漢字片假名文。後者之調查，使用了1928年度的統計，從1929年末朝鮮地方議會的最終計劃被連貫起來，一般認為在1929年中被製成。


� 「(秘)關於朝鮮參政之相關制度的法案」(『齊藤實文書』75-5)。日期是1929年12月2日。與大塚方案的不同是，其它被舉出的議員數由大約120名改為約100名。


� 此政爭的經過參見前揭山崎『外地統治機構的研究』29-39頁。而一旦齊藤實在1927年4月辭去總督，在1929年8月復歸總督的是山梨半造。此時總督府方面，在山梨之下是排斥拓務省電報類的一方，在樞密院為總督府出身者的齋藤是乃向拓務省苦情申訴其監督權，而復歸總督的齋藤進行高峰會談去討論取得失去監督權之方法。有總督經驗的人加入樞秘密院去保護這權限的模式，能在南次郎第17章舉出的事例中看到。


再者，補充了有關管轄朝鮮、台灣等的中央政府機關的變遷。首先在台灣領有時在內閣總理大臣之下設置台清事務局，其次設立的拓殖務省在1897年廢止，而在內務省下新設的台灣事務局。此後樺太歸內務省、關東州租借地歸外務省管轄，不過，朝鮮被合併後在桂太郎內閣之下設置了總理大臣直轄的拓殖局，成為管轄朝鮮、台灣、樺太、關東州的機關。然而在第1次護憲運動打倒桂內閣的山本權兵衛內閣，在1913年廢止了拓殖局，朝鮮、台灣、樺太歸內務省，關東州歸外務省管轄乃形成。如之前第10章所述，原敬等在山本內閣之下，有重新評估朝鮮、台灣總督原有武官制的運動，這可認為是一連動的改革。不過此後寺內正毅內閣讓原來在1917年由總理大臣直轄的拓殖局復活，並同時管轄朝鮮、台灣、樺太、關東州，屬內務省的台灣、樺太等的監督權乃被總理大臣奪取。總之，打算將朝鮮、台灣等置於內務省管轄下的原敬，和聲稱將其歸於總理大臣直轄部局管轄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進行政治鬥爭。而此後，在1922年繼承原內閣之後的加藤友三郎內閣將拓殖局廢止，作為內閣的分支機構縮小成拓殖事務局，1924年在加藤高明內閣之下才又升格為拓殖局(山崎前揭書15-23頁)。經過這樣複雜的歷程，1929年拓殖局又升格為拓務省，如第17章所述，在總力戰體制下又再次被廢止並歸為內務省管轄。


� 「(秘)關於朝鮮參政有關制度的法案」(『齋藤實文書』」75-7)3，9頁。原文是片仮名文。1月4日的日期被推定為是1930年。注28中的文書被帶至國內交涉修正，收錄了用活字印刷的地方制度修正案。有關與國內的交涉是前揭姜東鎮『日本的朝鮮支配政策史研究』385-386頁。


又據『子爵齊藤實傳』(財團法人齋藤子爵紀念會，1941年)第2卷665-667頁所說，齋藤在他第1期總督時代末期的1927年2月左右製作改革案，並向當時若規首相用口頭意見陳述，不過，據說因為4月內閣的崩潰齋藤本身為日內瓦裁軍會議的代表而離開任地並辭去總督，這就是中斷的經過。在這事上，若齋藤是因為統治政策上的理由而意欲設置議會的話，和內地官廳的拓務省關係開始惡化，而且與由若槻民政黨構成的內閣在這時期進行交涉，這大概很難說是賢明的行為。此適時提議朝鮮議會設置的建議，姜東鎮指出這不只是迫於朝鮮人方面的反抗，而認為是因為前年在權限爭奪時總督府方面對來自國內干涉所鬱積不滿的這個背景。


� 宇垣一成「時局斷片」(1932年)20-21頁。引用自東京銀行俱音樂成員集會的講演。這宣傳手冊雖然集聚了宇垣的公開講演類，可是押印(秘)的是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同書。或許，在1930年代末一昧地強調同化，是因為害怕被朝鮮人方解讀出總督發言中尚未決定統治方針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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